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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卖点
· 《唐君毅卷》汇编了唐君毅多篇学术代表作品，以五个部分展示唐君毅的学术思想世界；
· 研究现代新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 读者定位
1、哲学研究者
2、哲学爱好者
3、思想史研究者
· 人物简介
唐君毅（1909—1978），四川宜宾人，是20世纪有着重要影响的中国哲学家。他在贯通理性与理想、理想与现实的基础上，重建了道德理想主义哲学；同时，他的哲学思想又是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桥梁。他一生著述宏富，按内容可分为人生哲学、道德哲学、心本体论、文化哲学、宗教哲学、中国哲学史等；按文字风格可分为抒怀式、反省式、辩论式、析理式、说教式、述学式；按发展阶段可分为对中心观念的肯定与展开、对中西文化与人文精神的论述、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论述、心通九境论系统的建立。
· 编者简介
单波，哲学博士，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跨文化传播、比较新闻学研究，代表作有《心通九境：唐君毅哲学的精神空间》《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中西新闻比较论》等。
· 内容简介
本书选取唐君毅先生的代表作汇编而成，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选录其心本体论的核心篇章，以理解其心本体论的建构与变化。第二部分选录其有关人生道德哲学的论述，如智慧、价值、罪恶、生存、道德意识等。第三部分选录其对于人文精神的论述，以展示其文化哲学及文化比较意识。第四部分选录其有关宗教问题的论述，以展示其宗教哲学。第五部分选录其有关中国哲学史的论述，以呈现其中国哲学史观。透过此书，读者可以领略唐君毅哲学的精神空间。
◆ 简要目录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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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生活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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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生命存在心灵之主体 
人生道德哲学 
我所感之人生问题 
说人生之智慧 
说价值之体验 
说日常生活之价值 
罪恶之起源及其命运 
生存之意义 
道德意识通释 
俗情世间中之毁誉及形上世间 
人生之艰难与哀乐相生 
痛苦与神佛 
痛苦之究极的价值意义 
人文精神论 
中国文化根本精神之一种解释 
中西文化精神之比较 
理想的人文世界 
中国之人格世界 
中西文化精神形成之外缘 
精神与文化 
人类文化活动之涵义及其自决性 
人类文化在宇宙之地位与命运 
宗教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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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架建议
历史、哲学
书摘
导言 
唐君毅（1909—1978）是20世纪有着重要影响的中国哲学家。他在贯通理性与理想、理想与现实的基础上，重建了道德理想主义哲学；同时，他的哲学思想又是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桥梁。如果说哲学就是对精神的认识，它应该有创造的精神体验，应该创造性地把握对象并超越对象，追求对存在进行道德上的改善，那么，唐君毅哲学无疑很好地体现了哲学思维的这种价值取向。 
走进唐氏哲学的精神空间，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仁心的亲切体证、智思的典雅弘通、精神的超拔向上，同时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哲学世界成了各种矛盾冲突着的观念的战场，在这战场的中心，修筑了纵横交会的道路、桥梁，以接通世上所有的思想之光，化除各种矛盾冲突的观念，使之各还本位，和融贯通。 
唐君毅的哲学世界不仅仅是由宏富的著述构筑的，更主要的是贯注了他的全部生命智慧以及生命的自我律动，用他的弟子霍韬晦的话来说，便是“一千万言的著述，点点滴滴皆从唐先生的生命流出”。唐氏写书的方式不以分析客观问题为主，而是以疏解自我的生命为主，诚如他自己所总结的，他的“一切思想上之进步改变，都是一点一滴的与自己之信仰斗争而来”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563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而唐氏哲学的一点一滴都使真实的生命存在，曲曲折折地通向生命的理想之境，这又使得其哲学成了一条充满生命气象的河流。 
唐君毅于1909年1月17日出生在四川宜宾县柏溪老家的一个读书人家庭。其父唐迪风(名烺，初字铁风)一生致力于学问，瘁力于乡邦文教事业，由乡中末科秀才进而被推尊为“蜀学之正”，著有《孟子大义》《志学闻》等，朋辈谓其学“直截透辟近象山，艰苦实践近二曲” 
唐端正编撰：《唐君毅先生年谱》，见《唐君毅全集》，第29卷，4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0。 ，且性情刚直，事母至孝。其母陈大任(字卓仙)则工于诗词，有《思复堂遗诗》留世，曾任教于四川省的几所女子师范学校，欧阳竟无大师赞其性情“悲天悯人而不碍其乐天知命”，推尊其品德“直接孟母之贤”。在父母所赐的充满安恬亲情的家庭氛围中，唐君毅得以幼承家学。十二岁入重庆联中，由其父与好友彭云生、蒙文通、杨叔明、李幼椿等任文史教员，使其广泛接触孔、孟、老、庄之学以及宋明儒学，唐氏由此慧力大增。十四岁时，读陆象山于十余岁时即悟宇宙即吾心之理，蓦然生出一种悱恻之感，不能自已；天雨水涨，见石没于水，曾做这样的思考：这石头看不见时是否存在？十五岁时，读《孟子》及《荀子》，思性善性恶问题，“以为人性实兼有善恶，并谓孟、荀皆实信性有善恶；唯孟子于人性之恶者，名之为欲，荀子于人性之善者，名之为心耳” 
同上书，15页。，遂著文五千余字，自证其说。十七岁中学毕业之后，即出川求学，先后入中俄大学、北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所遇接引皆南北当代名师，如熊十力、梁漱溟、梁启超、欧阳竟无、胡适、汤用彤、张东荪、金岳霖、方东美、宗白华等，得以出入于中西各派哲学文化思潮。如果说他在1924年发表于《重庆联中校刊》上的第一篇论文《荀子的性论》，还只是初涉学术，那么，到1930年他在《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发表《孟子言性新论》之后，则是正式登上哲学论坛，从此，瘁力学术，直到去世前的最后一部专著《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的出版。而自1933年回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任助教始，除1939年做重庆教育部特约编辑一年之外，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哲学讲坛，特别是自1944年任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始，他便一直担负着人文教育的重任，直至1974年从香港中文大学 
退休。 
一、立心立命的思考 
唐氏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即1943年由正中书局出版的《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集》。这部由1934—1941年间发表的十三篇论文组成的论文集，内容包括中国哲学、中国艺术、中国哲学与文学的关系、宗教道德与文学等，全书颇具实在论色彩，反映了唐氏在吸纳西方哲学思想的基础上的思想行程。这部被他自己称为“述学式”的著作出版后不久，即为他本人所否定，认为其中“多似是而非之论”。主要原因在于，这些中外哲学与文化比较的论文反映出唐君毅对西方哲学的崇尚，以西方哲学批评中国哲学，中国哲学与文化还没有被真正视为一种有自性的系统。相对于唐君毅后来的思想发展，这是一段“曲折”之处。它显示出不愿随波逐流而又难免趋新求异、对传统的逆反态度。这对于在思想上、气度上实现如实遍观人类各种哲学、各种文化，无疑是一大障蔽。然而，唐君毅对人与心的关注，又使得他以超然的觉悟突破了这一自我障蔽。 
《人生之体验》(194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一书便是他突破自我障蔽的开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倾向于把此书作为他的第一部专著。这是他的总名为“人生之路”的系列著作中的第一部。所谓“人生之路”，意在面对真实具体的生命存在，疏解人生的种种矛盾，拯救生命的种种痛苦，开启人生的理想之路。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唐氏的这一自我否定，意味着其学术风格由述学式向体验式的转变。所谓“体验”乃是“透过生活体验感知所及而回返于生命之自身”的活动。所以，这种转变实质上是使学院式的哲学研究向生命的真实感受回归，是知行合一、情理合一的思考方式的确立。而一般人所说的这代表了唐氏的中心观念的转变，只能是就纯学术意义而言，不能说明唐氏由这种转变所呈现的生命形态的变化，即由三十岁以前以自己“为一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之幽灵般之存在” 
唐端正编撰：《唐君毅先生年谱》,见《唐君毅全集》，第29卷，45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0。，转而反省到此乃不健全的人生，必须回归现实世界，把整个生命、理想贯注于现实世界，以促进人类理想社会的实现。 
《人生之体验》写成于1940年。当时，唐氏和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被战争的炮火逼至中国的西南角，虽不能拼杀疆场报效国家，但都拿出几乎全部的精神顾念整个民族的灾难，试图用理论来证明中华民族与其文化，已经过几千年的考验，但愈遇困难，愈能发扬光大，进而说明中国文化精神终必战胜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这批学者在艰难困厄中研究、整理中国文化，他们所要寻找的无疑是民族文化生命的支点。同其他学者略有不同的是，唐君毅更想从哲学本身来贯彻这一思想，试图在人类精神人类文化的大背景中阐明中国文化的特点，从中西哲学、文艺的比较研究中，适当地安排中西文化各自应有的地位，寻找中国精神的支点。这一致思取向在抗战之初便已确立，他与友人在1937年创办的《重光月刊》，除鼓吹抗战外，更兼弘扬学术文化精神。在他看来，人类的苦难，在于崇尚暴力，不重理性，故要发扬哲学的价值，以开发人类的理性。而哲学中，只有重人格、精神及爱的哲学，才最能使人类的理想提高。当时，颇为自信的他，认为在现代中国，尚无其他学哲学者，比他自己对人格、精神及爱的价值有更深的体验，而且自信能贯通中西印先哲的学说，以新的体系阐扬重人格、精神及爱的哲学，并想借此清除现实世界的残忍、冷酷、欺骗与丑恶，以解除人类的苦难。正是在上述背景与思考中，他的目光开始投注于人生，全面阐释作为“天地之心”的人，具有超越精神的人，于是便有了《人生之体验》的诞生。该书在对生命的真实感受的基础上，直陈人生理趣。其中保留了他早年所写的《柏溪随笔》(1934年发表于《文化通讯》)的文学风格，用诗化的语言表述其人生哲学思想，追求的是他在《柏溪随笔》中所向往的“如轻云透月”的哲学境界。在涵化中西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唐氏纯粹根据他所感受的人生问题，他所体验到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心境，诸如宁静、孤独、失望、烦恼、懊悔、悲哀、羡妒、留恋、冲突、宽恕、满足等，以一种“静观自我”的方式来达到对人生哲学的阐发，展示出“道德自我”或人的本心本性的不同面相。在这里，便是理境与生命体验的融合，即如他自己所言，“一方面上开天门，使理境下降；一方面俯瞰尘寰，对我自己与一切现实存在的人，时而不胜其同情恻悯，时而又不胜其虔敬礼赞”唐君毅：《人生之体验》，全集校订版，3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 
。唐氏称该著是“为己”之作，他说：“所谓为己，也不是想整理自己的思想，将所接受融摄之思想，凝结之于此书。只是自己在生活上常有烦忧，极难有心安理得、天清地宁的景象。虽然自己时时都在激励自己，责备自己，但是犯了过失，总是再犯，过去的烦恼，总会再来。于是在自己对自己失去主宰力时，便把我由纯粹的思辨中，所了解的一些道理，与偶然所悟会到的一些意境，自灵台中拖出来，写成文字，为的使我再看时，它们可更沉入内在之自我，使我精神更能向上，自过失烦恼中解救。一部不能解救我，便写第二部。在写时，或以后再看时，我精神上总可感到一种愤发，便这样一部一部的写下去了。” 
唐君毅：《人生之体验》，全集校订版，2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 其实，这种由一己之人生体验所引发的哲思，更易推广到一切现实存在的人，即能由“救己”推扩为“救世”。因为“救世”是应从“救己”开始的。 
与《人生之体验》同年出版的便是《道德自我之建立》(194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独语式的著作，不仅有系统的思想内容，更能让人强烈地感受到唐君毅个人的具体生命与人格，引发人对理想的追求与向往，对重塑民族精神极具意义，并且对人的精神发展也有普遍意义。而对唐君毅来说，生命中的原始性情或固有仁体被唤发出来后，使他于人生道德问题有所用心，“对‘人生之精神活动，恒自向上超越’一义，及‘道德生活纯为自觉的依理而行’一义，有较真切之会悟。遂知人之有其内在而复超越的心之本体或道德自我”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修订本，5页，台北，台湾正中书局，1979。 。这样，他便明晰了他的思想方向，即在学问上归宗于德行，而德行的本源即在人的“道德自我”或仁心本性上。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人生之体验》《道德自我之建立》与《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集》相比，的确有着中心观念的转变，即由后者所表现的纯由分辨比较上去了解问题、以自然的天道观为中心观念去比较中心思想的不同，转而把哲学的思辨与生活上的体认相贯通，肯定了道德自我或人的仁心本性为讨论中西思想的依据所在。由此，在自我思想的“战争”中，他很快否定了前说，而朝着《人生之体验》《道德自我之建立》所确立的思想方向向前推进，从此不再有方向上的改变，而只有深度与广度上的展开。为什么会发生这一根本性转变呢？这固然与他在深研西方哲学思想的过程中会通于康德以后的唯心论有关，但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他生命中的原始性情或他生命中所固有的“真诚恻怛之仁体”，在中华民族沦于浩劫之时的昭露，即面对人性与兽性的决战、面对中国文化的危机、面对人的生命精神的浮靡，他必然要从纯粹智的思辨中走出来，体验人的生命存在，昭露生命中所固有的仁体以救世。这样，唐君毅一面顺应时代的呼号，把他的悲情扩散到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命运之上，表现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悲愿，通过一些应时的理论文章重新肯定民族文化的价值，展示中国人的人性光辉，以帮助人们树立民族自信心；一面又在他的悲情的牵引下，沉入对道德自我或道德理性的思辨与体认之中，阐明人的仁心本性、道德自我的尊严性、现实自我的超越性，用思想去照亮具体的人生存在。 
抗日的烽火刚刚散去，内战的炮火又接踵而至。唐君毅一面关心着时局，一面继续持守他的学术文化精神，顺着《人生之体验》和《道德自我之建立》所确立的思想方向去思考人的文化活动问题，进入了其文化哲学的建构期。这时最引人注目的，一是他顺着人的仁心本性去肯定宗教的价值，开始以内在超越去涵盖外在超越，发表了大量阐论其宗教思想的文章；一是他于1948年夏开始撰写《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一书(1958年由友联出版社出版)，专注于其文化哲学体系的构筑，阐明了他对人类文化活动的总的看法，即人类的一切文化活动，都是植根于道德自我而来，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是开出一切文化活动的根据，而文化活动是多、是末、是由道德自我下贯于现实世界的分殊领域而成就的理想性行为。如果说在《人生之体验》与《道德自我之建立》这两部著作里，唐君毅用他所冥悟的道德理性之光照亮了人生存在，那么，在这部新的著述里，他则把道德理性之光投向人的诸多文化活动领域，使人们看清楚道德生活内在于一切文化生活中，构成种种文化意识的真正灵魂。虽然这部著作文义艰涩，没有了前两部著作中那种诗意的论说及内心的独白，但他融通中西哲人的文化智慧，把人类文化生活跨时空地通贯起来，构成一整体的文化生命。于其深邃的义理中，人们能体会到文化生命的感通与理性思辨的气韵，也能体会到其学术生命接通着中西哲学的生命，正如其所说，“本书乃扩充孟子之性善论，以成文化本原的性善论，扩充康德之人之道德生活之自决论，以成文化生活中之自决论” 
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全集校订版，17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而为了接引现代人去感受文化生活中的道德理性之光，他采用了“由用识体”、“由末返本”的逆思方式，即把社会文化作为一客观存在的对象，层层剥离，以反溯其所以形成之根据。这样，他所表达的思想，就有了一种潜在的生命气象:自泥土沙砾的压抑中，蜿蜒生长，永不停息。 
二、花果飘零的悲情 
1949年，随着时局的变化，唐氏与钱穆、张丕介等人离开大陆，去了香港。那时，唐君毅正好步入不惑之年，然而，他在情志上的不安不忍反而愈来愈强烈，除了颠沛流离、远离故土的原因外，主要缘于他所深切感受到的中西文化的冲突、民族文化的危机、人文精神的下坠等问题。他急于在他的哲学世界里消融这些问题。尽管到港之初，居住环境恶劣，手头又无资料，不得从容思考，但情志上的不安不忍难以自抑，迫使他以高度自觉的哲学心灵沉潜于这些问题之中，在两年内完成了《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1953年由正中书局出版)这样一部反省、疏论中国文化的著作。紧接着，他连续在《民主评论》与《人生》两杂志上发表一系列反省与疏论整个人类文化问题的文章，于1955年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名为《人文精神之重建》；又三年，唐氏集合一系列反省与疏论中国传统上的人文精神的发展情形以及中国人的文化理想的文章，出版了《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一书。唐君毅以这三部书向人们展示了一本乎道德自我或仁心人性的文化系统及中西文化比较观，同时他也一次次从心灵的激荡走向心灵的平衡，但心灵的平衡对他来说是暂时的，现实的人文关怀和从事文化运动的种种挫折，总使他感受到一种四面八方狂风暴雨的冲击，心中充满无限的悲情与苦痛，这就迫使他转而漫天盖地、四面八方地论种种文化大问题，而且越来越多地跨越美欧亚，四处漫游、八方演讲，以仁心说中华人文精神对当今世界之意义。 
自1957年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访美始，唐氏便开始遍游美国、日本、英国、比利时、法国、瑞士、德国、意大利等国，广泛与各国哲学家接触，共参加各类国际性哲学会议十四次，所做的各类演讲不计其数。如他所言，只要有人请他讲，他就会去讲中国文化。这时，相对于他那些新颖深刻的论说，他那活生生的文化悲情与生命的奋进便被彰显出来，更具永恒的魅力 ! 1975年出版的《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一书便展示了这种魅力。该书所收的三十三篇文章分为发乎情之部、止乎义之部、感乎时运时势之部及附录之部，无一不表现了他生命中的文化悲情。置于篇首的《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可谓情怀悱恻、荡气回肠。在对中华民族子孙漂流异地的艰难困苦与在精神上失去信守的现状深致感叹之后，唐君毅这样描述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心： 
……已失去一凝摄自固的力量，如一园中大树之崩倒，而花果飘零，遂随风吹散；只有在他人园林之下，托荫避日，以求苟全；或墙角之旁，沾泥分润，冀得滋生。此不能不说是华夏子孙之大悲剧。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上），2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0。 
他认为，这样下去，不仅使中国人不成中国人，也使中国人不能真成一个人，更不配成为立于当今世界的一分子，而将使中华民族沦于万劫不复之地。在他看来，人只有对其生命所依所根的历史及本原所在，有一强度而兼深度的自觉，才能使其生命存在之意义和价值，与数千年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古今圣贤相融通，而取得悠久与博厚的意义，这样的中国人，才称得上一纵贯古今、顶天立地之大人、真我。实际上，在“花果飘零”的悲凉中，隐含着生命的奋进，所以，尽管唐君毅由“花果飘零”的感觉已进至中国文化本根将斩、更逼近于绝望之境的悲痛，但他还是写下了《花果飘零与灵根自植》(1964年发表于《祖国周刊》)，“言建立信心之道”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上），3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0。。他对信心的产生做了这样的诠释：当人沦于绝望之境时，由于对绝望痛苦的感受，反而会反省自觉，由此反省自觉而直接涌出希望与信心，由此信心而生出愿力，从而使人从痛苦绝望之境中超拔出来。他认为，在绝望痛苦中的反省与自觉，是人的精神生活的生死关键。人在此时若不能反省自觉，则会沉沦于现实的黑暗中，而厌恶其理想，堕落为一苟安现实者，失去自信自守；由失去自信自守，进而求信守于他人，由是在精神上沦为他人的奴隶。反之，人若能反省自觉其原有理想的存在，则不论人从事何种职业，做何种具体的事，都可以由其反省自觉的自信自守处，自植灵根。世上的一切人、一切民族，只要能自作主宰、自信自守，不论飘零何处，皆能自植灵根。 
在这部论文集里，还有一篇震动世界的文章——《中国文化与世界》(1958年1月发表于《民主评论》及《再生》杂志)。这是一篇由唐君毅起草并与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三位先生函商后联名发表的文化宣言。宣言针对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偏见以及认为中国文化已死的否定性意见，郑重向世界宣告：中国文化问题，有其世界的重要性。宣言要求研究中国学术文化者，须肯定并承认中国文化活的生命存在；尽管中国文化正在“生病”，但仍具有活的生命；中国过去之历史文化本身，是无数代的人，以其生命心血，一页一页写成的，这中间有血，有汗，有泪，有笑，有一贯的理想与精神，是人类精神生命的客观表现，即使在今日，也还有真实存在于此历史文化大流中的有血有肉的人，正在努力使此客观的精神生命继续发展下去，因而对它产生同情与敬意，而同情与敬意是引导我们智慧的光辉去照察了解其他生命心灵内部的引线。 
这篇始于忧患的文化宣言，以一种超越而涵盖的胸襟，去看中国文化问题的表面与里面、来路与去路，在情理合一的表述中，展现的是生命的感通，而这生命的感通正缘于生命的奋进。在唐君毅的生命精神世界里，他的文化悲情本身就是对一己之生命存在的超拔，同时他又不断超越文化悲情，在如实观、如实知及真实行中，用整个生命去拥抱中国文化乃至人类文化，由此而达于生命的奋进，进而推进生命的感通，进入情理交融的境界。 
三、生命苦痛的体验 
青年时代著《人生之体验》一书时，唐君毅于清新活泼的行文中所表露的人生感叹，唯基于对人生的向上性的肯定，与这种青年时的心境相比较，他在步入不惑之年后，对人生的艰难、罪恶、悲剧方面体验较深，凝重与忧患取代了原先的朝阳之气，以前对人生理想的正面开辟的思考，这时转化为对人生的艰难苦罪的真切体会与真实承担。1961年出版的《人生之体验续编》，其行文的情趣也随心境的变化而变化，一扫前书中那种诗意的感叹，而变得沉郁凝重，如秋来风雨，其论述皆意在转化人生的负面因素，以归于人生之正道，如果说前书是“为己”而写的，是唐君毅的精神升华之作，那么，这本书则是“既以自励，亦兼励人” 
唐君毅：《人生之体验续编》，全集校订版，7、10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是唐君毅的精神导引之作。该书七篇文章，其宗趣不外乎要人们超拔于流俗，直面罪恶，认清罪恶之源，以使人生存在成为居正位的真实存在，同时提醒人们，人生的向上行程处处与一向下而沉坠之机相伴随，并使人处于似是而非的幻惑之中，所以人生必须保持警觉，以虔敬的心情来负担，才能通过种种考验而向上超升。这种贯通于七篇文章中的思想秩序并不是唐君毅着意安排的，事实上这些文章是在1954年到1961年的七年里，他只不过每隔一年花上三数日时间而断断续续写成的。虽是一种随笔式的思考，且未求思维连贯，等到将这七篇论题各异的文章编为一集后，他这才发现了这种存于其中的思想秩序。对此，他自觉不可思议，感叹其心灵底层有一种思想潜流，“虽重岩叠石，未尝阻其自循其道，以默移而前运” 
唐君毅：《人生之体验续编》，全集校订版，7、10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其实，这种思想的潜流发源于他生命中所原有的超越性情，因为他的超越性情总是面对人生的苦痛苦苦决斗，以彰显其人的个性与神性，而在个性与神性的彰显过程中，思想之流奔涌向前，久而久之，便在心灵底层冲刷成一道思想潜流。 
按唐氏所言，他属于那种特殊的、人而有神性的人，永远在矛盾冲突中过日子，因而永远是苦痛的。 
参见唐君毅：《唐君毅爱情书简》，12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在旅居香港的最初十余年里，经过了困厄、经过了艰辛、经过了忧患的唐君毅，愈来愈真切地体会人生的苦痛，愈来愈唤发起生命中的超越性情与人生的苦痛决斗，因而也愈来愈彰显其人的个性与神性，这不仅内在地加深了他的文化悲情，使其文化哲学思想如大河奔流，同时也在其心灵底层形成了精诚恳切、透辟深入的人生哲学思想的潜流。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正是人生的苦痛滋养了他的哲学思想。 
进入暮年后的唐君毅又多了一份生理上的痛苦，他开始不断遭受病痛的折磨。然而，对他而言，这份痛苦是体验生命存在的契机。1967年，他到日本东京治疗眼疾，术后高热，并感肠胃不适，颇觉痛苦，但他坦然接受病中的痛苦，在病榻中对疾病痛苦随处加以体验，以一己之痛苦推及苍生之痛苦，追寻痛苦的存在意义，这样，接连在晨光曦微中写了十六日，成就了《病里乾坤》一书。书中对宗教、气质、天命、死生、忧患、道德、习气等与痛苦相关联的问题进行了反省，从而立起了一个病中的精神世界。在“痛苦之究极的价值意义”一节中，唐君毅这样表述他对痛苦的体验： 
吾此次病中所体验者，是疾病之苦，乃原于吾人生命自身之分裂，而此分裂更为吾人之所实感。此生命自身之分裂，即生命自身各部份组织之存在，与其各种机能活动自身之各各求孤立化，而绝对化。而吾人之感其分裂之感，则初为整个之统一感。此统一感，一面感此分裂，一面即又欲化除其分裂，而愿融和之，又不能实融和之，于是有痛苦之感生。 
唐君毅：《病里乾坤》，56页，台北，鹅湖月刊杂志社，1980。 
顺此“实感”，他摆脱原罪与善恶报应之说，对痛苦的形而上的价值意义做了这样一番演绎：我们生命自身的分裂，“乃在一融和统一之生命全体中分裂。而此分裂亦同时正为内在的开拓此生命之全体，而此生命在感此分裂，而实有其痛苦时，亦同时收获此开拓之果实，而自超越此全体本身之限制。而趋向于无此‘限’。于此处，吾人即可见痛苦之感，所具之价值意义，即在此对生命之内在开拓也”；“在一切痛苦之感中，同有一分裂之感受，亦同有使生命有此内在的开拓之效，而使人由其狭小自私之心，超拔而出” 
唐君毅：《病里乾坤》，58页，台北，鹅湖月刊杂志社，1980。。 
这种对痛苦的神秘体验，似乎为唐君毅著述中所常常表露的悲情、苦痛以及承担痛苦、超拔向上的情趣，做了原始的注解：内具于心的生命的开拓，使他先对世界的种种分裂——人性的分裂、人伦的分裂、人格的分裂、人文精神的分裂乃至国家的分裂等，能自开其生命心灵之门，以分别加以认识、体验，而更感受其分裂，由此产生巨大的悲情与苦痛，此悲情与苦痛对他来说，自然有更开拓其生命的效用，从而使他能承担痛苦、超拔向上。显然，这也是最勇敢无畏的、最痛苦的生命体验，其中所揭示的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四、理想主义的绝唱 
在完成《人文精神之重建》一书后，唐君毅即想沿着他所确立的中西人文精神返本开新的道路，回到“更切实的学术工作”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16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以求在更进一步的学术文化创造中承续中国文化的生命。这样，到1961年，他根据二十年来的讲稿整理出版了两卷本的《哲学概论》，在通贯中西印哲学思想的基础上，自创熔知识论、天道论、形而上学、人道论、价值论于一炉的哲学体系。 
而后，从1966年到1975年，出版了由导论篇、原性篇、原道篇、原教篇构成的《中国哲学原论》，以名辞和问题为中心，贯论中国哲学，其用力之勤与解析之精，令人赞叹。而令人惊奇的是，在对中国哲学史的理智的了解与客观的分析中，他仍能以其生命活动贯注其中，以“即哲学史以为哲学”(或“本哲学以言哲学史”)这一独标新意的态度阐论中国传统哲学。对此，他曾做如下说明： 
吾今人所谓即哲学史以为哲学之态度，要在兼本吾人之仁义礼智之心，以论述昔贤之学。古人往矣，以吾人之心思，遥通古人之心思，而会得其义理，更为之说，以示后人，仁也。必考其遗言，求其诂训，循其本义而评论之，不可无据而妄臆，智也。古人之言，非仅一端，而各有所当，今果能就其所当之义，为之分疏条例，以使之各得其位，义也。义理自在天壤，唯贤者能识其大。尊贤崇圣，不敢以慢易之心，低视其言，礼也。吾人今果能本此仁义礼智之心，以观古人之言，而论述之，则情志与理智俱到，而悟解自别。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全集校订版，7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 
唐君毅在此所说的仁义礼智之心，是一种自觉的、开放的哲学心灵，他正是依此哲学心灵，完成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考论，成就了他自己的通过不断超越的历程、消融一切义理上的矛盾冲突的开放哲学，在方法论上，仍然没有偏离《人生之体验》《道德自我之建立》所开启的情理交融的理路，他把生活世界的生命体验转移到了学术世界，“体验”中国传统哲学活的生命，以自己的生命活动上契于古先圣贤的生命，通于中国哲学的无限的生命过程之中。 
唐君毅哲学思维的行程是从对世界可能毁灭的忧虑中开始的，而且他一生都念念不忘这一从八岁时就产生的忧虑。在《人文精神之重建》的后序里，他这样写道：“为什么人会想到世界的毁灭？这中间即包含人性之神秘，人性之尊严，与其异于禽兽之所在。……我如何能想世界之毁灭，而能忍受此一之存在于我心中呢？后来我有确定的了解。即人是一具超越物质世界性的存在。”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560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一直到六十五岁时，他在一次演讲中仍这样自问自答道：“世界会毁灭，我个人也会毁灭。是不是有一个可以不会毁灭的东西？照我个人的哲学来讲，我是相信世界是有个不会毁灭的东西的。” 
唐君毅：《民国初年的学风与我学哲学的经过》，见《病里乾坤》，91页，台北，鹅湖月刊杂志社，1980。世界可能毁灭的忧虑，促使唐君毅反省人的生命存在，从心灵的发现进入对整个世界的肯认，展现心灵本具的普遍亲和性，又依此亲和性，对世界范围内的一切知识存在与价值，同样加以肯定，从而连贯中西印各种思想，消除其中的矛盾，同时贯通理想界与现实界以立人极。这一哲学思考最终在其晚年绝唱——《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1977年出版)中完成了。 
这的确是一首晚年绝唱，它是唐君毅用生命写成的。最初，在患眼疾、有失明之虑的情况下，他却一任思如泉涌，以四月之期写成初稿，致使眼疾加剧，被迫住进医院。病榻之上他仍念念不忘书稿的修改，眼疾刚有好转，旋即在五个月之内将全书重写，后又用七八年时间陆续删改、增补，遂成巨著。而到此书出版时，他又身患肺癌，生命之灯将熄，在奋力与死神的搏斗中，他终于完成了此书的初校、二校与三校，为他的漫长的哲学探索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这部被他称为“一生之思想学问之本原所在，志业所存”的著作里，他构筑了三向九境的哲学体系。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体系，唐君毅依心灵感通的方式去判分人类一切的行为、知识、哲学、宗教所属之境，同时，人类的行为、知识、哲学、宗教，也依心灵的感通方式一一关联起来。于是，他在这个体系内为东西哲学修成了一座座“桥梁”、一条条“道路”，接通了一缕缕思想的光辉，化除了各种矛盾冲突的观念，使之各还本位，和融贯通。其清晰而有气韵的逻辑架构、飘逸而富于诗意的境界，最终要说明的是：人的本心本性有着悠久无疆、神化不测而无方的精神生命。 
唐君毅在《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中所开创的是一兼含道德学与形而上学的理想主义，这个理想主义还内含着一宗教的信仰。他认为，在依理性而与现实的感通中，必有理性的好恶之情，“依此情而有理想，信理想之当实现，必实现，而有信心。充量之理想，为一切人皆成圣，一切有情生命无不普渡，使世界得救。充量之信心，为信此理想之必实现” 
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下册)，全集校订版，496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至此，儿时对世界可能毁灭的忧虑，在其晚年的理想主义绝唱中得到了终极的回应。 
三向九境的哲学体系是以儒家的天德流行境界为归趣的，在这里，确实存在着中国文化的一本性与融通 
中西印的多元开放性的纠结，而且这种纠结伴随了唐氏一生。如何理解这种纠结？唐君毅早年在《柏溪随笔》中的一段话可以作为解读此纠结的一个重要文本：“人的生活应该如明月一样，须得是多方面的。好比明月映在千万江湖中一样。人的生活应该如明月虽是多方面的，然而并不因此扰乱内心的统一与安静。好比明月虽然留影在千万江湖中，她的本身仍高高地悬在天空!”理解了这句话，就理解了唐氏的一生，也就理解了唐氏的哲学。 
1978年2月2日，唐君毅因患肺癌，与世长辞，走完了七十年的人生旅程。按其遗愿，他的遗体被安葬于台北观音山朝阳墓园。一代哲人，终于魂归祖国。遗憾的是，他终究没能回到老家的门前去看“南来山色”，去听“东去江声” 
唐氏曾在《怀乡记》中这样写道：“为了自己，我常想只要现在我真能到死友的坟上，先父的坟上，祖宗的坟上，与神位前，进进香，重见我家门前之南来山色，重闻我家门前之东去江声，亦就可以满足了。”(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628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留下一段未了的怀乡之情。 
唐氏在世时便被称为人文主义者、新儒者、道德的理想主义者、文化哲学家、超越的唯心论者，逝世后更有“文化意识宇宙的巨人”“大儒”等尊称。这些称谓或推尊皆表现了唐氏思想或人格的某一个方面，然而这些又都不足以概括他的整个生命精神。正如萧萐父先生所指出的，唐氏的多源头、多根系、多向度的致思道路，融通儒道佛、涵化中西印的学术途径，已经很难纳入传统学派的某一范式。 
参见萧萐父：《“富有之谓大业”——第二届唐君毅思想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载《中华文化论坛》，1996（1）。 或许我们可以说，无论是儒、道、佛的哲学精华，还是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的概念系统，都在他的哲学心灵中获得了新的生长点，蔚成其生命的综合性创造。而对唐氏而言，他的著述不仅仅是为了“如实知”，而且还为了“真实行”，故他的著作里有生命在流动，并推动着其生命的成长。尽管我们可以把他的著述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和阶段，如按内容可分为人生哲学、道德哲学、心本体论、文化哲学、宗教哲学、中国哲学史等；按文字风格可分为抒怀式、反省式、辩论式、析理式、说教式、述学式 
参见唐君毅：《日记》（上），全集初版，86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按发展阶段可分为对中心观念的肯定与展开、对中西文化与人文精神的论述、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论述、心通九境论系统的建立 
参见李杜：《唐君毅先生的哲学》，2版，5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3。。然而，事实上，唐氏的整个著述又是顺着他的生命之流而浑然天成的。其中虽不乏学院式的授徒之作(如《哲学概论》)，但更多的是充满生命感悟的心得之作。因此，总体上看，他的著述是相应于他的生命形态，相应于他的追求理想，实现理想的向上精神的。著名哲学家周辅成先生说过，“唐先生的哲学中有人，唐先生的人中有哲学” 
周辅成：《理想主义的新生——读〈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见《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论文集》(Ⅰ)，16页，香港，法住出版社，1992。。可谓知言! 
五、唐君毅哲学特点检视 
对于唐氏哲学的特点，研究者多有论及，而且大都倾向于把这种特点表述为包容性与开放性，只是说法上略有不同。或谓其哲学体现着周流融贯的会通精神；或谓其冶中西哲学于一炉、立论高明博大，呈现着多元开放的文化心态；或谓其哲学贯穿着中西文化融合贯通的文化理想；或者视异以观同、于歧见通、由多显一的思考方法为其哲学的根本特点；或者把圆融会通、两行并育的思维范式作为唐氏思想体系中最有活力的组成部分。其实，对唐氏哲学特点的描述不能仅仅建立在同情的理解的基础上，还必须由此进入理性的批导，这样才不至于把唐氏哲学完美化或绝对化，而是由唐氏哲学进至更宏大的哲学创造。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同情的理解与理性的批导，去发现唐氏哲学的内在矛盾，追寻唐氏哲学的历史地位，在心态、形态、方法、思想内涵、价值和社会功能等广泛层面上认取唐氏哲学的特点。 
不可否认，唐氏哲学的最大特点还是在于圆融会通、两行并育，亦即我们前面所讲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但与此相伴随的还有心灵的限制，具体说来就是强调中国文化的“一本性”，归宗心性儒学，以心本体论综摄人类文化大全，从而使其哲学体系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具有了一定的限度。对此，我们已在前面从本体思维方式的角度做了说明。显然，唐氏哲学的这种两面性正是其自身特点的总体反映。 
其实，唐氏哲学的这一特点正好相应于它在中国哲学的发展中所处的历史方位。我们认为，唐氏哲学是中国本体论哲学演进到现代的产物之一，换言之，唐氏哲学把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对终极存在的追寻带到了现代哲学之前。我们知道，传统中国哲学没有“本体论”的名称，然却有其独特的本体论，“天”“命”“道”“性”“心”“理”“仁”“气”“知”“明德”“本心”诸范畴，是殷周时期中国哲学的原型观念及在此基础上生长的原始儒、道诸家和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它们表达了关于人与世界的真实性及潜在的完满性的信仰，表达了民族文化生命的严肃性，表达了巨大的历史感、道德感，及人与自然的亲和感。这些基本范畴是中国哲人从不同侧面对一切存在的根据、宇宙生化的根据和人们道德实践的根据探讨的结晶。然而，经过了漫长发展历程的中国本体论哲学在19世纪下半叶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挑战，在经过了晚清时期肤浅地认同西学，到“五四”时期笼统地中西辨异这样的思想发展阶段后，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通过对中西哲学思想的察异观同、求其会通，中国哲人对本体的追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熊十力的“本心”(仁体)、梁漱溟的“意欲”、冯友兰的“理世界”(真际)、金岳霖的“式”(道)等，均代表了中国哲人在融贯中西、重建民族精神主体性的意义上对本体问题的追溯。唐氏从原始儒家、原始道家、佛家和宋明心性儒学的思想资源里发掘并重建了“心之本体”。他的历史贡献不仅在于融会了儒、道、佛，从而在对“心之本体”的探讨中否定了“道统心传”的单维独进的思路，按“殊途百虑”的学术发展观，自觉地走上了多源头、多根系、多向度的致思道路，使“心之本体”有了更丰富、深刻的内涵，扩大了“用”与“相”，而且还在于融摄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潮，使心本体论的建构融进了多种哲学方法，如在其“三向九境”的体系中，融进了辩证法、比较法，同时也用科学逻辑的分析法，以厘清“生命存在”“境”“感通”等的含义，用发生论的方法探求“道”“天命”“性”等哲学范畴。总的说来，唐氏以心本体论综摄人类文化思想，使中国本体论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更高层面，为现代人的安心立命提供了有益的精神资源。然而，唐氏毕竟没有偏离传统本体论哲学的发展路向，因而也就不能脱离“体”的单维化与孤绝化，不能从道德心性的唯一至上性和无限性中超越出来，很自然地要呈现出圆融会通与儒学的“一本性”的内在矛盾，从而很难开启中国本体论哲学在现时代的新发展。 
由于唐氏始终强调心之本体的绝对性，因此就有了唐氏哲学的第二个突出特点：批判精神的有限性。一般说来，哲学思考的自由精神的核心是批判精神，批判哲学的本质在于不断扬弃和超越已有哲学形上理论(“已有”既指别人的，也指自我的)，否认有不可再考察的终极前提，即否认有不可批判的绝对真理。从这一个角度来看，唐氏哲学中所本具的批判精神便大打折扣。我们应该承认，唐氏哲学是有较强的批判精神的，其批判精神是由形上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对照而牵引出来的，即由形上心本体的完满性和无限性批判现实世界、现实人生的片面性与有限性，由形上心本体的主宰性批判人的主体性的失落。如我们所见，唐氏哲学构成了对西方人文世界的分裂、中国人文世界未能分殊展开的批判，构成了对人的物化、异化的批判，构成了对科学、宗教、艺术、政治、经济等人类文化生活的批判。唐氏甚至还批判那种自谓能创造囊括一切哲学的哲学观点，以反对独断论，他说： 
西哲康德之自谓于昔之一切哲学问题皆已解决，黑格尔之谓其哲学为绝对精神之最后表现，皆为慢语。……如知上来所谓哲学为一历程之义，则终无人能作此慢语也。若有人能作此慢语，谓我将造一哲学，以囊括一切哲学，此即欲收尽一切哲学于此囊中而尽毁之，此另一哲学世界之大杀机，而欲导致一切哲学之死亡者。一切哲学固未必因此而死亡，而此杀机已使其哲学归于死亡。 
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上册)，全集校订版，34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 
然而，在唐氏那里，形上心本体是至高无上的、不容置疑的，这就使他始终不能把批判对象转移到主体自身，他甚至取消了主体内部的矛盾，认为主体是圆融自足的。这样一来，就导致缺乏自我批判的自觉。在文化领域就表现为，强调中国文化本源已足，只是要返回儒家心性之本以开新，这在一定程度上钝化了中国文化的自我批判精神。在哲学创造上则表现为，一面对自我的哲学创造保持着理性的谦恭，一面又对形上心本体怀有忠诚的信仰，最终未能彻底清除独断论。 
唐氏哲学的第三个特点便是逻辑思辨与直觉体悟的互补。从前面对唐氏哲学的方法论所做的分析看，唐氏不同于以往和同时代的其他学者的地方，在于他对中西哲学方法有所通观的反省，并由此掌握了中西哲学方法的特长，互济互补，相得益彰。他强调超越的反省法，强调体验、体悟与对生命、生活的感受，这显然承续了儒、释、道的方法学；同时，他又对辩证法、科学的分析法、批判法、比较法、发生论的方法等独有会心，这使其哲学析理细密、思辨色彩浓，尤其是辩证法运用更是其中的重要特点。这一特点并不在于唐氏沿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恰恰在于他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即他并不认为辩证法是盲目的机械的正反合作用，而是有目的的。依据生命存在与心灵做指导的向上超越，使自我或理性或精神能逐步走向完全实现。也就是说，唐氏的辩证法并不是矛盾的辩证展开，而是主观心灵自我在超越的反省中的升进。显而易见，这种取消了思想主体(即唐氏所谓本体)的内在矛盾的辩证法增强了唐氏哲学的自我批判精神的有限性。 
唐氏哲学的第四个特点是高扬人的主体性。在他看来，本体即主体。这就意味着他把本体加以主体化，赋予了本体能动发展的本质；同时，又把人的主体性看成是一种自然遗传的、先天既得的属性，看成是人心向善的一种能力，这又在根本上抹杀了人作为主体的对象化过程。就前一方面而言，唐氏哲学正好相应于时代的要求，即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流中，要树立人的自作主宰性、自本自根性，要有“人当是人，中国人当是中国人，现代世界中的中国人，亦当是现代世界中的中国人”的信念；而为了抵抗现实世界的精神病痛，人也必须树立主体性，克服人的物化、异化。就后一方面而言，唐氏哲学所高扬的主体性还只限于道德主体，而且抛开人的基本需要谈道德主体，把道德主体绝对化、孤立化，把“仁心本性”视为支配一切实践活动的“绝对至上”的源泉。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道德主体的社会客观基础就被否定了，反而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只讲物，泯灭了人性，否定了人的主体性。 
唐氏的这种误解集中体现在其人文思想中。这也是海外现代新儒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共有的误解。相对而言，唐氏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大多出于学术偏见，而不像其他新儒家那样带有深深的政治偏见。这里面就包含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误解与曲解。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强调人的主体性的，认为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关系，人总是处于这种物质关系之内来内在地理解事物、现实及人自身的。一方面，人在把握自然界并创造新的对象性现实，创造人类文明这一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中，逐渐把自己锻造成为现实的“ 实践—认识主体”。另一方面，“实践—认识主体”活动愈是在更大的范围和规模上得到拓展，程度愈是向着更加纵深的层次进军，主体性活动的自主程度、人的主体性在活动中发挥的程度也就愈高、愈充分。在马克思主义那里，脱离开这样一种人与自然、客观世界的关系，人作为主体的主体性也就无从展示和发挥，起码是不能充分地表现出来。而在唐氏那里，他所高扬的人的主体性，虽然强调人的道德实践，但却脱离了人与自然、客观世界的关系，把人、人的精神、文化、价值意识同自然、物质等绝对对立起来，凸显出理想化的主体、主体性。 
唐氏哲学的第五个特点是对“内在超越”的发掘。与熊十力严辨儒家与宗教的界限、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梁漱溟的“以伦理代宗教”、冯友兰的“以哲学代宗教”等观点比较起来，唐氏哲学则凸显“内在超越”的意义，他的中年著作即肯定“道德自我”或“道德理性”的超越存在，晚年更以“超越”为主要范畴，以“超越”作为尽性立命、达到“天德流行境”的方式。有时候，唐氏甚至借助宗教信仰，吸收超越意义，来诠释心性、天命等形上实体的内涵。“超越”是本体即主体的特质，即主体超越了思维矛盾律的相对相反，超越了主体所表现的活动之用以及一切境物的有限性，达到自我与天道的冥会。当然，这种超越主要仍是指“内在超越”、心灵的无限性。在他的“三向九境”的哲学体系中，心灵生命“次第超升”，从客观境界到主观境界再到超主客观境界，通过升进与跌落的反复，通过超升过程中感觉经验、理性知识、逻辑思维、道德理想、宗教信仰正负面作用的扬弃，最终达到“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天人合一”之境。客观而言，唐氏对“内在超越”意义的强调，既是对来自西方的超越层面的挑战所做的回应，也是在新的历史情境中树立和维护儒家思想的精神义理的必要前提。这一方面发掘了儒学的宗教性，使其在同一层面上涵化西方的超越智慧，从而为儒学研究开了一新生面；另一方面，通过处理儒家的生命智慧与西方基督教宗教的超越智慧的关系，超越了西方传统的宗教观念，在“内在超越”和“人的安身立命”的大视野内重新诠释了宗教信仰，这又为宗教哲学开了一新生面。然而，其意义并不止于此，更在于通过对宗教价值的肯定，把理性与信仰统一起来，为理想的人文世界的建立，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思想、精神资源。而“心通九境”的判教架构又使各宗教价值各安其位，这就为解决宗教世界的纷争提供了睿智的探索。当然，其缺失也明显地表露出来，主要是“内在与超越两不足” 
郑家栋：《现代新儒学的逻辑推展及其引发的问题》，见《新儒家评论》(第一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即片面强调即内在即超越、即人即天的一面，从而消解了西方宗教哲学中那种内在与超越、人性与神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使“超越”因失去这种紧张关系而显不足；同时，一味强调道德本心的超然、纯净，只会使它远离生活的实际，丧失其本该具有的实践功能。更重要的是，以儒教“最为圆融”，最终会丧失对儒学的自我批判精神。 
唐氏哲学的第六个特点是“返本”与“开新”的困局。所谓“返本开新”，即返回儒家心性之学的根本，开出“新外王”——现代科学和民主政治，这是唐氏所提出的一个文化理想。其目的在融解中西文化的矛盾冲突，开发文化的价值之源，消除文化发展的偏蔽，从内涵上看，它去除了狭隘的“中国中心论”“本位文化论”“中体西用论”的观念，饱含宽容与博大的人文智慧。然而它仅仅是一种理想的创设，还缺少历史和现实的根据。毕竟，他所要返回的儒家心性之学的根本是旧生产方式的产物，而所要开出的科学和民主政治的新文化格局，是新生产方式运用的客观要求，这样，把生产方式发展的不同时段上的产物统一于同一文化时空，似乎只存在于心理时空中。 
除了上述六大特点之外，唐氏哲学还表现出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相统一、道德自我与生命存在相关联的色彩。 
按郭齐勇的观点，这也是现代新儒学所共有的特点。 
(参见郭齐勇：《试论现代新儒学的几个特点》，见《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220~2222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前一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学问与人格的一致、哲学与生活的统一；而后一点则是指唐氏以哲学人类学来融通人性论、形上学和知识论，把人的生命存在的整个表现与“道德自我”联系在一起，回答了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问题。在这两点上，唐氏既吸收了西方理性主义、理想主义哲学的观点，视人为理性的存在、理想的存在，同时又把中国哲学中的“性情”范畴融贯其中；既强调对生命存在的展开的体会(不同于黑格尔强调对精神的展开的体会)，亲近西方的生命哲学和存在哲学，又反对否认理性的重要，认为人可超越理性，但不能超过性情而只尊重生命。唐氏所追求的是让人的性情把 
理性和理想拉回到现实世界，不使理性、理想绝尘而奔，做空虚的存在，而是使之回到实际中推动实际，更向上升进、向上超越。这样，在理性与理想相贯通、理想与现实相贯通的基础上，唐氏重建了道德理想主义的哲学。这种哲学是人格与理想的哲学，是道德实践的哲学，是生命的哲学。表面上看，它是从中国哲学本身的问题展开，是从西方的哲学问题形式展开，或曰，它对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和西方传统哲学的问题，进行了新的阐发，给予新的解决途径。诚然，这些都是唐氏哲学所客观显示的哲学意义，而且奠定了它作为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中间环节的历史地位。但唐氏哲学更为内在的意义，是对整个生命存在的问题，给出了现时代的新的解决途径。尽管唐氏哲学还有待从道德心性的唯一至上性和无限性中超越出来，有待从儒学的“一本性”中超越出来，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它是现时代乃至未来世纪里的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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